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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湿地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多样性对群落次级生
产力及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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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江西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 南昌　 ３３００２２

２ 江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南昌　 ３３００２２

３ 江西师范大学鄱阳湖湿地与流域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南昌　 ３３００２２

４ 自然资源部流域生态地质过程重点实验室， 南昌　 ３３００２２

摘要：理解生物多样性对生态系统功能及稳定性的影响对于制定有效的保护管理策略有重要意义。 然而，目前生物多样性与群

落生产力、稳定性的关系仍存在争议。 在鄱阳湖湿地布设 ３０ 个采样点，于 ２０１９ 年秋季开展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群落野外调

查。 基于底栖动物群落数据，采用广义加性模型分析物种、谱系、功能多样性对鄱阳湖湿地底栖动物群落次级生产力与稳定性

的影响。 结果表明：底栖动物群落的次级生产力与反映物种多样性的指数（Ｓｉｍｐｓｏｎ 多样性指数、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分类多样性指数、平均分类差异指数、功能丰富度指数等呈显著的负相关，其中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与次级

生产力的相关度最高（ ｒ２ ＝ ０．３３）。 功能多样性对群落次级生产力的空间分异有最高的解释度（ ｒ２ ＝ ０．７５）。 Ｐ ／ Ｂ 值（次级生产力

与生物量之比代表群落稳定性）与物种、谱系、功能多样性指数均呈正相关，其中功能丰富度与 Ｐ ／ Ｂ 值的相关度最高（ ｒ２ ＝

０．２２）。 反映物种多样性的三个指数总体上对 Ｐ ／ Ｂ 值的空间分异解释度最高（ ｒ２ ＝ ０．３７）。 谱系多样性与次级生产力、Ｐ ／ Ｂ 值的

相关性相对较弱。 生物多样性指数总体分别解释了次级生产力和群落稳定性中 ８１．９％、５４．８％的变异。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生
物多样性与群落生产力、稳定性的关系可能因具体的生物群落而异。 研究结果对于鄱阳湖湿地的底栖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参考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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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的关系是当前生态学的研究热点。 生态系统能够提供多种服务和功能，而群

落生产力是研究最多的生态系统功能之一［１］。 以往的研究中，多样性与初级生产力的正向关系最为常

见［２—３］，这是由于群落多样性越高越有利于物种间的生态位分配，特别是对非生物资源（如光照和水分）的分

配［４］，有利于筛选出生产力高的物种从而促进群落的生产力［５］。 Ｙａｎ 等［６］的草地实验表明，生物多样性与生

产力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当群落面临的环境压力较大时（如干旱胁迫），生物多样性通过补偿效应

（如物种生态位分化）促进群落的生产力；而当环境压力较小时，物种之间的竞争更激烈，可能使一些竞争力

强、但生产力低的物种占优势，物种多样性高的植物群落生产力反而更低［７］。 目前，生产力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植物群落的初级生产力，对次级生产力与生物多样性关系的研究较少［８—９］。
次级生产力是指异养生物通过新陈代谢固定有机物的速率，也是指生态系统中除初级生产者以外生物的

生产力［１０］。 次级生产力主要受生物个体生长速率与种群死亡率的影响，反映生物种群对环境的动态适应性，
比个体密度、生物量等静态指标能提供更多的信息［１１］，常作为生物群落所承受环境压力的监测指标。 有研究

表明，生物群落的多样性越高，其次级生产力可能更高［１２］，其中功能多样性的变化是次级生产力改变的重要

原因之一［１３］。 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是水生态系统中最常见的生物之一，具有移动能力弱、世代时间短、多样

性高等特点，对水环境变化十分敏感，是反映水生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示生物［１４—１５］。 目前，对于大型底栖

无脊椎动物的次级生产力与生物多样性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１６—１７］。
群落的稳定性主要是指群落的抗干扰能力和群落受到干扰后恢复到原平衡态的能力［１８］。 生物群落的稳

定性也是当前的研究热点，这是由于群落的长期稳定对生态系统功能的维持至关重要［１９］。 关于多样性与群

落稳定性是何种关系一直处于争论之中。 有研究认为，多样性和稳定性呈正相关关系［２０—２１］，这是由于高的生

物多样性有助于促进物种的异步性，进而促进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但也有研究表明，当选择效应而非补偿效

应是群落稳定性维持的主要机制时，优势种对群落稳定性起主导作用，此时生物多样性与群落稳定性没有显

著的关联，甚至呈负相关［２２—２３］。
生物多样性具有多个维度，包括物种多样性、谱系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 物种多样性的计算主要基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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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数量和丰度，是评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最常用的指标［２４］；谱系多样性反映群落中物种的进化信息及物种

间的亲缘关系；功能多样性反映群落物种的功能性状特征［２５］。 然而，生物多样性的哪些方面对生态系统功能

影响最大，仍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许多研究表明，功能多样性对群落生产力的影响较大，这是由于物种的功

能性状（如与光合作用相关的性状）与生产力之间有直接的关联［２６—２７］。 然而，Ｃａｄｏｔｔｅ 等［２８］ 研究表明，控制实

验中植物群落的生产力与谱系多样性的相关性最密切，可能是由于亲缘关系能够反映物种之间的竞争共存

关系。
鄱阳湖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也是长江中下游仅存的两个大型通江湖泊之一。 鄱阳湖的水位年内变化极

大，丰水期时，水位可达 ２０ ｍ 以上，枯水期时可低至 ７ ｍ［２９—３０］。 每年 ９ 月上中旬，鄱阳湖的水位开始下降，大
面积的湿地洲滩裸露，丰富的湿地生物（如块茎植物、底栖动物）为越冬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 近年来，由
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鄱阳湖水文节律发生改变，出现了水质下降，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水生态功能退

化等一系列生态问题［３０—３１］。 鄱阳湖湿地的底栖无脊椎动物多样性较高，且受到较强烈的人类活动干扰影响。
底栖动物的功能性状对环境变化尤其敏感，是反映人类活动干扰强度的重要指标［３２］。 本研究通过分析鄱阳

湖湿地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的多样性与次级生产力、群落稳定性的关系，揭示底栖动物多样性对生态系统功

能的影响。 基于前人的研究，预测底栖动物群落多样性与其次级生产力、稳定性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且功能多

样性对生产力、稳定性的解释度可能要高于物种和谱系多样性。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鄱阳湖位于江西省北部长江南岸，丰水期时湖面面积约 ４０００ ｋｍ２ ［３０］。 鄱阳湖地处亚热带湿润气候区，气
候温和，降雨充沛，日照充足，年均气温 １６．５—１７．８ ℃，７ 月平均气温 ２８．４—２９．８ ℃，多年平均年降水量 １５７０
ｍｍ。 鄱阳湖是典型的吞吐型、季节性的湖泊，与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水相接，经湖口注入长江，水位涨落

变化较大。 作为少数几个自由连接长江的湖泊之一，鄱阳湖在维持长江洪泛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３３］。
１．２　 样品采集

根据鄱阳湖地理环境和水文特征，在浅水区域布置 ３０ 个采样点（图 １），采样点的水质特征如表 １ 所示。
本研究于 ２０１９ 年的秋季（９—１０ 月）进行野外底栖动物样品采集。 在每个采样点水深 ５ ｃｍ 至 １．５０ ｍ 的区域

设置 ３ 个样品采集区域，每个采集区域之间至少相隔 １００ ｍ。 使用 Ｄ 型捕捞网（直径 ３０ ｃｍ，深 １６ ｃｍ，网眼直

径 ０．５ ｍｍ）在水⁃沉积物交界面扫 １０ 次，收集底栖动物，每次扫过的面积约为 １ ｍ × ３０ ｃｍ，每次相隔距离约

５ ｍ，每次扫网时间约 １ ｍｉｎ，以确保样品采集强度相对一致。 在植被密集区，要小心避开植被，以减少植被干

扰。 将 Ｄ 型捕捞网收集样品中的底泥洗净，并倾倒在白色磁盘中，用镊子将所有底栖动物个体拣出，保存在

９５％乙醇中，作为一个样品，每个采样点有 ３ 个样品。 参照相关文献［３４—３６］，将底栖动物样品鉴定至尽可能低

的分类单元（属、种）。 用滤纸吸去表面固定液，置于万分之一电子天平上称重［１２］。

表 １　 鄱阳湖湿地水质指标描述性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

参数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最大值
Ｍａｘｉｍｕｍ

最小值
Ｍｉｎｉｍｕｍ

均值
Ｍｅａｎ

标准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ｐＨ ８．８０ ７．０７ ７．２５ ０．４０

电导率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 （μＳ ／ ｃｍ） ３４０ １８ １１３ ５８

叶绿素 ａ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ａ ／ （μｇ ／ Ｌ） ２０．６０ ０．７０ ８．７４ ５．７２

高锰酸盐指数 Ｐｅｒｍａｎｇａｎａｔｅ ｉｎｄｅｘ ／ （ｍｇ ／ Ｌ） ５．２４ １．７１ ３．４０ ０．９２

总氮 Ｔｏｔ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 （ｍｇ ／ Ｌ） ２．６８ ０．８４ １．１６ ０．４３

总磷 Ｔｏｔａｌ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 （ｍｇ ／ Ｌ） ０．２３ ０．０３ ０．１５ ０．０５

９３３３　 ８ 期 　 　 　 夏迎　 等：鄱阳湖湿地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多样性对群落次级生产力及稳定性的影响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图 １　 鄱阳湖湿地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群落采样点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ｉｔｅｓ ｆｏｒ ｂｅｎｔｈｉｃ ｍａｃｒｏｉｎ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ｔｅ 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

黄色圆点表示采样点分布于与主湖区水文相连通的区域，红色圆点表示采样点分布于浅水碟形湖内；字母 Ｓ 表示采样点；数字表示采样点编号

１．３　 底栖动物数据提取

通过参阅相关文献［３７—３８］，根据底栖动物功能性状与环境适应的相关性及可测量性，即尽可能选择与环境

适应密切相关且可量化或可分类的性状，本研究收集了 ２４ 个底栖动物的功能性状，主要分为生活史和生态学

两大类。 生活史性状主要包括与物种生长发育、形态特征、繁殖方式等相关的性状，生态学性状包括与物种的

摄食方式、生境偏好、呼吸方式、运动能力、耐污能力等相关的性状。 功能性状可以反映生物群落与环境特征

之间的功能关系［３９］，如漂移性能够反映水生昆虫规避不利环境的能力，呼吸方式是对溶解氧含量较敏感的生

物性状，体长对环境梯度具有较强的预测作用［４０］，营养习性是群落所在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方式的

反映［４１］。
计算每个采样点的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多样性指数。 物种多样性指数包括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

Ｓｉｍｐｓｏｎ 多样性指数、Ｓｈａｎｎｏｎ 多样性指数和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这些指标被广泛用于评价生物群落的物种多

样性［４２］。 谱系多样性用分类多样性指数（Δ）、分类差异度指数（Δ∗）、平均分类差异指数（Δ＋）和分类差异变

异指数（Λ＋）来表征。 Δ 反映任意两个个体之间亲缘关系的远近；Δ∗和 Δ＋分别是考虑和不考虑物种多度信息

情况下任意两个物种亲缘关系的远近；Λ＋反映群落中物种系统发育分类进化的不均衡性［４３］。 功能多样性主

要选取了功能丰富度指数（ＦＲｉｃ）、功能均匀度指数（ＦＥｖｅ）、功能分异度指数（ＦＤｉｖ）和 Ｒａｏ 的二次方熵指数

（Ｒａｏ′ｓ Ｑ）来表征［４４］。 ＦＲｉｃ 表示群落功能性状的丰富度，ＦＥｖｅ 表示性状丰度在功能空间中分布的均匀度，

０４３３ 　 生　 态　 学　 报　 　 　 ４４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ＦＤｉｖ 表示性状丰度的差异性［４５］，Ｒａｏ′ｓ Ｑ 反映功能性状的丰富度及丰度差异性两方面的信息［４６］。
采用 Ｂｒｅｙ 的经验公式［４７］计算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群落的次级生产力：

ｌｇＳＰ ＝ － ０．２７ｌｇＡ ＋ ０．７３７１ｌｇＢ － ０．４
式中：Ａ 为每个采样点底栖动物的个体数量；Ｂ 为每个采样点底栖动物生物量，即每个采样点底栖动物个体无

灰干重（ＡＦＤＷ）之和［ｇ ／ ｍ２］。 不同底栖动物类群湿重－干重换算关系参照闫云君等的研究［４８］；ＳＰ 为次级生

产力［ｇ （ＡＦＤＷ） ｍ－２ ａ－１］。
本研究中，次生生产力 ／生物量（Ｐ ／ Ｂ 值）被用来衡量群落的稳定性。 Ｐ ／ Ｂ 比值是群落最大生产能力的指

标，反映底栖动物生物量周转的次数，其数值高低与生物的更替率息息相关。 Ｐ ／ Ｂ 值高，说明底栖动物个体

小、更替率高、新陈代谢快。 此外，与体形大的物种相比较，生长速度快、寿命短的小体形物种对环境干扰更具

弹性。 因此，Ｐ ／ Ｂ 比高的群落通常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当群落受到干扰时，能够迅速恢复到原始状态［４９］。
１．４　 数据分析

本研究采用广义加性模型（ＧＡＭ）来量化不同类型（物种、谱系和功能）的生物多样性对群落次级生产力、
稳定性的解释度。 与一般线性模型相比较，广义加性模型不要求数据呈正态分布，可以拟自变量和因变量之

间的非线性关系。 首先，利用广义加性模型分析每个生物多样指数与次级生产力、稳定性的关系。 其次，以不

同类型的多样性指数（如反映物种多样性的四个指数）作为自变量，次级生产力、稳定性分别作为因变量，分
析不同类型的生物多样性对次级生产力、稳定性的解释度。 再者，以所有的生物多样性指数为自变量，次级生

产力、稳定性分别作为因变量，采用赤池信息量法则（ＡＩＣ）分别筛选出次级生产力、稳定性的最简约（即 ＡＩＣ
值最低的模型为最简约模型）。 广义加性模型利用在 Ｒ 统计软件中利用“ｍｇｃｖ”包中的“ｇａｍ”函数完成，修正

ｒ２值代表模型的拟合度。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群落特征

本次采样共采集到 ４２０５ 头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个体，隶属 ３ 门 ５ 纲 １３ 目 ２７ 科 ４５ 属 ５７ 种。 其中，腹足

纲物种占总分类群的 ５８．８％，甲壳纲占总分类群的 ３４．３％，昆虫纲物种占总分类群的 ６．３％，寡毛纲物种占总

分类群的 ０．４％，双壳纲占总分类群的 ０．２％。 米虾属、环棱螺属、沼螺属、涵螺属、蚬属以及沼虾属为优势类群

（个体数量的相对丰度≥５％），其相对丰度分别为 ２１．４％、２１．１％、１７．４％、１６．１％、１５．６％和 ５．３％。 在所有的底

栖动物中，细足米虾 （ Ｃａｒｉｄｉｎａ ｎｉｌｏｔｉｃａ ｖａｒ． ｇｒａｃｉｌｉｐｅｓ） 出现率最高，达到 ２１． ６％，铜锈环棱螺 （ Ｂｅｌｌａｍｙａ
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长角涵螺（Ａｌｏｃｉｎｍａ ｌｏｎｇｉｃｏｒｎｉｓ）和纹沼螺（Ｐａｒａｆｏｓｓａｒｕｌｕｓ ｓｔｒｉａｔｕｌｕｓ）、河蚬（Ｃｏｒｂｉｃｕｌａ ｆｌｕｍｉｎｅａ）次

之，分别为 ２１．３％、１６．３％、１６．３％、１５．８％。 每个采样点的物种数量介于 ４ 至 １８ 之间，物种数量最高的采样点

为 Ｓ１６，最低的采样点为 Ｓ２０，平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 ９．３７ 和 ３．４７。 群落的次级生产力介于 ０．９３ 至 １０２．９６ ｇ
（ＡＦＤＷ） ｍ－２ ａ－１之间，平均值与标准差分别为 ２６．８２ 和 ３０．０６，表明不同采样点之间次级生产力有较大的差

异。 Ｐ ／ Ｂ 值（代表群落稳定性）在 ０．３０ 与 ０．９４ 之间变化，平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 ０．５３ 和 ０．１８。
２．２　 生物多样性对次级生产力的解释度

单因素的 ＧＡＭ 模型分析中，Ｓｉｍｐｓｏｎ 多样性指数、Ｓｈａｎｎｏｎ 多样性指数、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分类多样性指

数（Δ）、平均分类差异指数（Δ＋）、功能丰富度指数（ＦＲｉｃ）与底栖动物群落的次级生产力呈现出显著的负相

关，整判定系数（ ｒ２）介于 ０．１４—０．３３ 之间（Ｐ＜０．０５），其中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对次级生产力的解释度最大（图
２）。 其余生物多样性指标与次级生产力无显著的相关性。 次级生产力的物种、谱系和功能多样性指数 ＧＡＭ
模型的 ｒ２值分别为 ０．５３、０．４３、０．７５（表 ２），表明功能多样性对底栖动物的次级生产力解释度最高，谱系多样性

指数对其的解释度最低。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Ｓｉｍｐｓｏｎ、Ｓｈａｎｎｏｎ、Δ 和 ＦＲｉｃ 被选择构成次级生产力的最简约模型，模型的

ｒ２值为 ０．８２（表 ３），其中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Ｓｈａｎｎｏｎ 和 ＦＲｉｃ 在模型中的贡献较大（Ｐ＜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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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次级生产力（ＳＰ）与生物多样性指数的单因素广义加性模型模拟合结果

Ｆｉｇ．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ＳＰ） ａｎｄ ｓｉｎｇｌｅ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ＧＡＭ ｍｏｄｅｌｓ

实线表示拟合曲线；虚线表示 ５％的置信区间

表 ２　 次级生产力与物种、谱系、功能多样性指数的广义加性模型拟合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ＧＡＭ ｍｏｄｅｌｓ

解释变量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参考自由度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Ｆ ｒ２ Ｐ

物种多样性指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ｅｓ ０．５３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２．９３ ２．２５ ０．１０
Ｓｉｍｐｓｏｎ １．００ １２．７５ ＜０．０１
Ｓｈａｎｎｏｎ １．００ ６．４３ ０．０２
Ｐｉｅｌｏｕ １．００ １．１５ ０．２９
谱系多样性指数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ｅｓ ０．４３
Δ １．００ ２．３０ ０．１４
Δ∗ ２．０９ １．３３ ０．３２
Δ＋ ２．９９ ３．３４ ０．０１
Λ＋ １．１１ ０．０６ ０．９２
功能多样性指数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ｅｓ ０．７５
ＦＲｉｃ ２．９９ １３．３３ ＜０．００１
ＦＥｖｅ １．００ ３．６７ ０．０７
ＦＤｉｖ ２．９５ ３．０６ ０．０４
Ｒａｏ′ｓ Ｑ １．３８ １．０７ ０．３５
　 　 Δ：分类多样性指数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Δ∗：分类差异度指数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Δ＋：平均分类差异指数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Λ＋：分类差异变异指数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ＦＲｉｃ：功能丰富度指数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ＦＥｖｅ：功能均匀度

指数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ｅｖｅｎ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ＦＤｉｖ：功能分异度指数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Ｒａｏ′ｓ Ｑ：Ｒａｏ 的二次方熵指数 Ｒａｏ′ｓ 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ｉｎｄｅ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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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次级生产力、Ｐ ／ Ｂ 值的最简约广义加性模型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ｐａｒｓｉｍｏｎｉｏｕｓ ＧＡＭ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Ｓ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ＳＰ ａ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Ｐ ／ Ｂ）

响应变量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解释变量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参考自由度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Ｆ ｒ２ Ｐ

次级生产力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２．５６ １８．０４ ０．８２ ＜０．００１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ＳＰ） Ｓｉｍｐｓｏｎ ２．７９ ７．９８ ＜０．０１

Ｓｈａｎｎｏｎ ２．９６ １０．８９ ＜０．００１

Δ １．００ １．３８ ０．２６

ＦＲｉｃ ３．００ ９．６０ ＜０．００１

群落稳定性 Ｓｈａｎｎｏｎ １．４８ ２０．２６ ０．５５ ＜０．００１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ＳＰ ａ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Ｐ ／ Ｂ） Λ＋ １．００ ６．３８ ０．０２

Ｒａｏ′ｓ Ｑ １．７５ ７．１０ ＜０．０１

２．３　 生物多样性对群落稳定性的解释度

Ｐ ／ Ｂ 值的单因素 ＧＡＭ 模型结果显示，所有的物种、谱系、功能多样性指数与 Ｐ ／ Ｂ 值呈正相关，其中物种

多样性指数（Ｍａｒｇａｌｅｆ、Ｓｉｍｐｓｏｎ、Ｓｈａｎｎｏｎ、Ｐｉｅｌｏｕ）、功能丰富度指数（ＦＲｉｃ）与 Ｐ ／ Ｂ 值呈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５；
图 ３）。 所有的谱系多样性指数与 Ｐ ／ Ｂ 值的相关性不显著。 其中，Ｓｈａｎｎｏｎ 和 ＦＲｉｃ 的调整判定系数（ ｒ２）相对

较大（＞０．２０），表明这两个指数对 Ｐ ／ Ｂ 值的解释度相对较高。 Ｐ ／ Ｂ 值的物种、谱系和功能多样性指数 ＧＡＭ 模

型的 ｒ２值分别为 ０．３７、０．２８、０．３２（表 ４），表明物种多样性对底栖动物群落稳定性的解释度最高，谱系多样性指

数对其的解释度最低。 Ｓｈａｎｎｏｎ、分类差异变异指数（Λ＋）和 Ｒａｏ 的二次方熵指数（Ｒａｏ′ｓ Ｑ）构成 Ｐ ／ Ｂ 值的最

简约模型（表 ３），模型的 ｒ２值为 ０．５５，其中 Ｓｈａｎｎｏｎ 在模型中的贡献较大（Ｐ＜０．００１）。

表 ４　 Ｐ ／ Ｂ 值与物种、谱系、功能多样性指数的广义加性模型拟合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Ｐ ／ Ｂ）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ＧＡＭ ｍｏｄｅｌｓ

解释变量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参考自由度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Ｆ ｒ２ Ｐ

物种多样性指数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ｅｓ ０．３７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１．００ ０．６７ ０．４２

Ｓｉｍｐｓｏｎ ２．９４ ２．５８ ０．０６

Ｓｈａｎｎｏｎ ２．９９ １．９３ ０．１５

Ｐｉｅｌｏｕ １．００ ０．４５ ０．５１

谱系多样性指数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ｅｓ ０．２８

Δ １．００ １０．２１ ＜０．０１

Δ∗ １．００ ７．９７ ＜０．０１

Δ＋ １．００ ０．０８ ０．７７

Λ＋ １．００ ３．２５ ０．０８

功能多样性指数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ｅｓ ０．３２

ＦＲｉｃ ２．６４ ６．０５ ＜０．０１

ＦＥｖｅ １．００ ０．８０ ０．３８

ＦＤｉｖ １．００ １．２２ ０．２８

Ｒａｏ′ｓ Ｑ １．００ １．０８ ０．３１

３　 讨论

３．１　 生物多样性对次级生产力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表明，底栖无脊椎动物群落的次级生产力与物种多样性指数、功能丰富度等呈显著的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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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次级生产力和生物量比（Ｐ ／ Ｂ 值）与生物多样性指数的单因素广义加性模型拟合结果

Ｆｉｇ．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 Ｐ ／ Ｂ ） ａｎｄ ｓｉｎｇｌｅ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ＧＡＭ ｍｏｄｅｌｓ

即物种多样性、功能丰富度越高的群落次级生产力越低，这与此前的研究不一致［１３］。 以往研究认为，群落中

包含更多的物种和更丰富的功能性状能更充分地利用限制性的资源，产生更高水平的群落生产力，即群落的

互补性［５０］。 本研究中，物种多样性、功能丰富度低的采样点多位于水流较快的主湖区附近（如采样点 Ｓ１、
Ｓ２），底栖动物群落以体型较大的软体动物（螺类、蚌类）为主，尽管物种和功能性状较为单调，但总体的生物

量较大，而次级生产力与物种的生物量密切相关。 物种多样性较高的采样点多位于底质为淤泥的浅水碟形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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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如采样点 Ｓ１４、Ｓ１６），群落个体以体型较小的线虫（如霍普水丝蚓 Ｌｉｍｎｏｄｒｉｌｕｓ ｈｏｆｆｍｅｉｓｔｅｒｉ）较占大多数，因此

群落的生物量与次级生产力较低。 当把与主湖区水文相连通的采样点剔除后进行数据分析发现，生物多样性

指数与次级生产力之间负相关减弱、甚至呈正相关（ ｒ２介于 ０．０１—０．１５ 之间），表明生物多样性与次级生产力

的关系受到不同生境中群落物种组成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功能多样性指数对次级生产力的解释度最高，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１２—１３］，表明底栖动物

的功能性状可能是决定其次级生产力的关键因素。 物种的功能性状直接参与生物的生态过程，被认为是影响

生态系统功能包括生产力的关键因素［３３］。 在以往的研究中，功能性多样性与次级生产力之间呈正相关，且多

种生态学理论被用于解释功能多样性与次级生产力之间的关系。 Ｅｈｒｌｉｃｈ［５１］的铆钉假说认为生态系统中每个

物种具有同样重要的功能，物种功能特征数量的减少会导致系统受损害的程度逐渐加速地上升，从而导致群

落生产力的降低。 江小雷等［５２］研究表明，高的功能性多样性说明物种之间的生态位互补性更强，这使物种获

得更多的资源以提高生产力，进而可能提高群落的生产力。 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中底栖动物的次级

生产力与功能多样性呈负相关。 这种差异如前所述与鄱阳湖湿地底栖动物不同群落优势物种巨大的个体大

小差异有关，底栖动物个体的体形大小可能是决定其群落次级生产力的关键因素。 体形较大的蚌类、螺类主

要分布在通江湖道，这些区域是湖底采砂的主要区域，采砂活动造成了底质破坏和底栖动物栖息地丧失［５３］。
因此，减少采砂活动干扰可能对于提高鄱阳湖底栖动物次级生产力有重要的意义。
３．２　 生物多样性对群落稳定性的影响

此外，次级生产力与生物量的比值（Ｐ ／ Ｂ 值）与物种、谱系、功能多样性指数均呈正相关，这与以往的研究

一致［２０—２１］。 在鄱阳湖湿地，以线虫为主的底栖动物群落 Ｐ ／ Ｂ 值较高，线虫具有体型小、生活周期短、生长速

度快等特点，当群落受到较大干扰时，能以较快的速度恢复，因此具较高的稳定性［１２］。 生活史快慢与次级生

产力的 ＧＡＭ 模型 ｒ２值为 ０．３７（Ｐ＜０．００１），表明生活史快慢可能是决定群落稳定性的重要因素。 相比之下，以
大型软体动物为主的群落一旦受干扰将很难快速恢复，其 Ｐ ／ Ｂ 值较低表明较低的稳定性。 浅水碟形湖中线

虫群落的物种、谱系、功能多样性均高于通江湖道附近的软体动物群落，因此 Ｐ ／ Ｂ 值与生物多样性指数呈现

出正相关。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底栖动物的次级生产力、群落稳定性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可能因具体的生物

群落而异，与群落的物种组成特点及所处环境有密切的联系。 此外，本研究发现底栖群落的耐污值与底栖动

物群落的稳定性呈现出正相关（ ｒ２ ＝ ０．３４， Ｐ＜０．００１），这是由于当底栖动物栖息环境受到污染时，耐污能力强

的物种能够生存，群落物种组成不会发生较大的改变，具有较高的稳定性；而对于敏感种占优势的群落，当环

境变化时其物种组成容易发生改变。 本研究中物种多样性对 Ｐ ／ Ｂ 值的解释度最高，表明在鄱阳湖湿地依据

物种的数量、优势度、均匀度等信息就能对底栖动物群落的稳定性做出判断，即物种多样性高的群落可能有更

高的稳定性。
３．３　 三类生物多样性解释度比较

三类生物多样性均有指标被选入次级生产力、Ｐ ／ Ｂ 值的最简约模型，表明物种、谱系、功能多样性共同影

响着底栖动物群落的生态系统功能。 功能多样性总体上对次级生产力、Ｐ ／ Ｂ 值都有相对较高的解释度，这可

能是由于功能多样性反映的是物种生活史、体形大小、繁殖特征、摄食方式、运动能力、耐污能力等方面的特

征，这些特征与底栖动物对环境、人类活动干扰的适应性密切相关，因此能更直接地影响底栖动物群落的次级

生产力与群落稳定性。 与此相反，谱系多样性对次级生产力、群落稳定性的影响相对较弱。 以往研究认为，亲
缘关系近的物种可能有着更加相似的生态功能，谱系多样性高的群落物种生态位产生更强的互补效应，从而

促进群落的生态系统功能（包括次级生产力） ［５４］。 然而，也有研究认为谱系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的关系因

具体的群落类型及其受到的限制因素而异。 例如，对于受人类活动干扰严重的草地生态系统而言，群落生产

力与谱系多样性之间相关性不显著甚至呈负相关［５５］，这是由于当生境过滤在群落构建过程中起主导作用时，
反映物种对环境适应性的性状往往更能影响群落的生态系统功能。 本研究当中，与谱系多样性相比，底栖动

物群落的次级生产力、群落稳定性与物种的关键功能性状（如体形大小、生活史快慢等）有更密切的联系。

５４３３　 ８ 期 　 　 　 夏迎　 等：鄱阳湖湿地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多样性对群落次级生产力及稳定性的影响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４　 结论

综上所述，物种多样性指数（Ｍａｒｇａｌｅｆ、Ｓｉｍｐｓｏｎ、Ｓｈａｎｎｏｎ、Ｐｉｅｌｏｕ）、分类多样性指数、平均分类差异指数、功
能丰富度指数与鄱阳湖湿地底栖动物群落的次级生产力呈显著的负相关，所有物种、谱系、功能多样性指数与

群落稳定性呈正相关。 其中，功能多样性对次级生产力的解释度最高，而物种多样性对群落稳定性的解释度

最高，谱系多样性的作用相对较弱，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存在差异。 本研究结果表明，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

功能、稳定性的关系因具体的生物群落而异，与群落组成物种的生态特性及其所处环境有密切的联系。 后续

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探究环境因素如何影响物种的功能性状，进而如何影响群落的生物多样性、生产力及稳定

性，这有助于深入理解生物多样性影响生态系统功能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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